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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卢梭对代表制的态度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诸多研究者依据《社会契约论》认为卢
梭政治理论中代表制与人民主权是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通过解读卢梭经典文本可以发现，卢梭
对代表制的态度经历了消极接受、明确拒绝、再次采纳三个动态变化阶段。卢梭通过区分主权代
表与治权代表，主张在理想共同体中，人民直接行使主权而拒绝主权代表，同时接受政府作为治权
代表存在。但是，面对民主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以及现实政治立法的科学性，卢梭试图以命令形式
的主权代表制保障人民主权原则的实现。卢梭代表概念的复杂性提示我们，当代人民主权与代表
制的争论并不是民主的危机，它们之间存在的张力推动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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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初民主受到多重挑战，既有来自民主理论内部的多元化，也有实践中西方民主国家遇
到的发展困境。理论与实践挑战的核心问题之一，指向了现代民主的核心———代表制。民主能否
通过代表制实现人民主权?代议制民主是直接民主的次优选择，或是替代?不同的民主范式提供
了差异化的回答:参与式民主秉承直接民主的原则，倡导公民的直接参与，认为公民的全面参与和
全民公投是实现政治民主的最优方案;代议制民主者试图从代表制的内在价值为间接民主辩护，认
为代表制作为原始民意的过滤器能够更好地避免直接民主的激情与非理性;协商民主理论者通过
扩展政治代表概念，整合传统选举政治代表与协商代表，试图通过多元代表制实现公民参与质量的
提升与人民主权的捍卫。在上述三种民主理论中，卢梭及其代表理论成为理解争论的关键词，不仅
源于卢梭对代表制和人民主权有过精彩的论述，还源于卢梭代表制理论的复杂性能够给予不同民
主理论以理论支撑。卢梭在两百多年前对代表制提出了深刻的批判，认为代表观念源于“使人类
屈辱并使‘人’这个名称丧失尊严的，既罪恶而又荒谬的政府制度”;与此同时，卢梭在为科西嘉、波
兰的立法工作中，认为大国实现民主必须采用代议制民主。卢梭对于代表制的两种极端态度，使得
解读者之间产生巨大的争论，卢梭对代表制的真实态度是什么?卢梭在晚年对代表制的接受是一
种实践的妥协，还是对人民主权的放弃?代议民主支持者从选举贵族制政府出发，以及卢梭在波兰
立法工作中对代议制的接纳，认为卢梭实质上是代议制政府的支持者;参与式民主者认为卢梭的人
民主权理论，已彻底否定了代表制和代议民主，倡导公民直接政治参与;协商民主论者另辟蹊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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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的协商、沟通中理解卢梭的人民主权，认为多元代表制是理解卢梭代表理论的关键。当代
民主争论中卢梭身影的再现，说明其民主理论仍在当代继续回响。本文试图通过系统阐述卢梭的
代表理论来回应上述问题，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卢梭对代表制的认知脉络
卢梭有关代表制的讨论主要见于《社会契约论》第三卷十五章“论议员或代表”。该章中，卢梭
集中阐述了代表的由来与对其的否定，这被视为对代表制的经典批判。但是，卢梭思想研究在 20
世纪中期有着方法论的转向，改变以《社会契约论》为单一研究文本的路径，着重从整体著作解读
卢梭思想及其一致性。［1］在此研究路径下，研究者发现卢梭对代表制的认识处于动态变化中:《政
治经济学》中卢梭将人民主权与代表制等同;《社会契约论》中彻底否定代表制;《论波兰的治国之
道》中重新引进代表制，作为民主在大国实现的重要政治制度。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卢梭对代表
制的认知有着前后的矛盾?谈火生对此提出一种解释，认为理解卢梭对代表制的态度需要了解两
处背景:时人对代表的普遍认知;卢梭如何在自己思想脉络中对代表进行定位。［2］笔者赞同此种解
释，认为卢梭对代表制的态度与所处的政治环境和其关注政治议题有着密切关系。
(一)卢梭对代表制的消极接受
卢梭首次谈到代表制，是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词条中。文中，卢梭三次将“人
民”与“代表”等同使用，如“捐税的征收，只有得到人民或其代表的同意，才是合法的”。［3］研究者发
现卢梭语言的使用与洛克的论述有着相似性，如政府征税“须得到……他们(人民)自己或他们所
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4］这背后隐含的是卢梭有关代表制的理解受到洛克与百科
全书派友人的影响，代表的同意就是人民的同意，议员代表选民参与国家立法。
霍尔巴赫为《百科全书》撰写的《代表》词条，可帮助我们理解 18 世纪法国思想界对代表制的
认知。［5］霍尔巴赫在文中追溯了代表制产生的历史源头，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贵族限制王权和
保障权利、利益的重要工具。但随着王权的强化，代表机关(议会)逐渐成为王权的统治工具。王
权依据君权神授理论，认为国王天然代表了人民，享受绝对的主权。可随着英国内战的爆发，国王
与议会之间产生代表之争，谁是人民的合法代表谁就拥有主权。霍布斯在为绝对王权的辩护中，认
为国王是人民的单一代表，议会是君主的咨询机关。［6］洛克等议会派则认为议员经由人民选举而
来，天然地代表了选民和人民。
作为现代议会制发源地的英国，当时代表制仍处于萌芽状态，国王能够通过金钱等手段控制议
会，议员的选举也经常被地方士绅操纵，成为他们追求利益的机构。［7］通过考察英国议会制度，霍
尔巴赫认识到议会代表制度的问题，并针对法国的三级会议提出改革方案。他在承认贵族和僧侣
拥有代表权的基础上，将代表制扩大到市民、手工业者等阶层。代表权在社会阶层的广泛分配，社
会各阶层的利益、要求都能在议会上发声，这样就避免了英国式的两极党争和利益冲突。实际上，
代表在当时是一种团体概念，是某个阶层、集团(如律师、贵族)的利益代表，传达阶层或群体的要
求，反映所属团体的意志，实现社会各等级在政体中力量的平衡，“所有阶层都在其中有序地发挥
着他们应有的作用”。［8］此外，代表制的改革期望也反映了共和主义传统对人民政治能力上的态
度，“代表的最大好处，在于他们有能力讨论事情。人民是完全不适宜于讨论事情的。”［9］
卢梭早期的政治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受到洛克和百科全书派的影响，认为共同体的目的是捍卫
人民的财产权。虽然代表制源自封建社会，但通过议会改革能够呈现出与人民主权相融合的倾向，
自由的实现需要扩大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然而，此种代表理论存在着风险，因为它是为议会对抗
君主的绝对权力而做的辩护，首要问题是议会如何限制王权，至于代表与被代表者间的关系并不是
考虑的重心。尽管英国议会派坚持人民是权力的来源，但是人民并不直接行使主权。当代表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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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发生冲突时，洛克建议人民诉诸上帝，因为人民与立法机关之间不存在客观、中立的仲裁者。［10］
因此，代表与人民的紧张关系，特别是主权归属问题上潜在的冲突，为卢梭态度的转变埋下伏笔。
(二)卢梭对代表制的明确拒绝
卢梭对日内瓦政治的了解，改变了早期卢梭对代表制的态度。18 世纪的日内瓦，并不是如达
朗贝尔所描述的是和平与富饶的城市共和国。［11］长期以来，日内瓦民主派和政府派围绕主权归属
与政府的性质等主题展开论战。民主派认为日内瓦是纯粹民主制国家，主张恢复大议会的主权者
地位，人民直接行使主权。政府派利用格劳秀斯与普芬道夫的社会契约和代表理论为政府统治辩
护，认为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份契约，政府作为人民的代表，与大议会共同享有主权，日内瓦宪
政是民主与贵族制的混合共和国，人民直接行使主权的纯粹民主制是一种多数暴政和无政府主义。
日内瓦的政治争论在 1734 年以激烈的内战形式呈现出来，最终在法国、苏黎世和伯尔尼三国的调
停下，以 1738 年达成《调停法》而结束。《调停法》在宪法层面确立日内瓦不是纯粹的民主制国家，
而是混合共和制，主权由四执政官、二十五人议会、六十人议会、二百人议会、大议会共同享有。［12］
虽然卢梭没有直接参与日内瓦内部的政治争论，但作为民主派的支持者，他知道争论的核心问
题是主权归属。人民与政府的主权之争，凸显了代表制与人民主权间的紧张关系。代表制背后隐
藏的是政府对人民主权的背弃，是将代表凌驾于被代表者之上。倘若彻底实现公民的自由和平等，
需坚持人民直接行使主权，而不是授权人民的代表。于是，卢梭人民主权理论呼之欲出:“主权者
和人民只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以便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都永远以共同的福祉为宗旨，而要做到这
一点，就必须人民和主权者彼此视为一体。”［13］卢梭对人民直接行使主权的坚持，以及日内瓦政府
对共享主权的态度，就能理解为何日内瓦政府指责《社会契约论》是颠覆各国政权的禁书。事实也
证明，《社会契约论》中的人民主权理论在日内瓦引起巨大震动，引发对政体的重新讨论。
(三)卢梭晚年对代表制的再次采纳
百科全书派对代表制的态度和日内瓦的政治讨论，使卢梭对代表制的认知经历了消极接受与
明确拒绝两个阶段。消极接受表现在《政治经济学》中他并未放弃人民主权概念，认为代表可与人
民承担同等的功能。明确拒绝表现在人民直接行使主权的坚持，以及对主权代表的深恶痛绝。主
权归属的认知，是理解卢梭对代表制态度的重要切入点。但是，《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对代表制的
经典批判并没有妨碍卢梭晚年在波兰立法工作中对议会代表制的采纳。面对波兰这样一个领土广
阔与人口众多的大国，卢梭意识到他所坚持的人民直接行使主权的制度必须做出改变。“大国最
大的难处是:主权者不能自己在国会发表意见，而只能通过代表发表。”［14］许多研究者在波兰代表
制上产生分歧，卢梭的态度转变是一种面对现实所做的妥协，还是重新考虑代表制之后所做的接
受?笔者认为代表制与人民主权在卢梭的政治理论中并不是不可调和的，而是存在着张力。代表
制与人民主权的冲突和调适，需从卢梭代表概念入手，即明确卢梭赋予代表概念的独特内涵。
二、卢梭的双重代表概念:主权代表与治权代表
围绕日内瓦的主权争论，卢梭认为政治理论家们犯了共同的错误。“民主制政体至今一直没
有得到人们的深入研究。……没有一个人对主权者与政府、对立法权和行政权详加区别。”［15］一方
面，主权是公意的彰显，意志不能转让、分割，所以主权必须是人民直接行使;另一方面，公意的性质
决定只能从全体出发，全体适用，而不能倾向于个别的、特定的目标，必须凭借政府执行。主权者
(人民)、政府共同构成了卢梭的理想共同体结构:主权者－政府－公民。［16］在日内瓦的主权归属问
题上，卢梭坚持人民主权，反对日内瓦政府派所主张的主权共享理论;同时，政府是政治体结构中的
重要一环，作为公意的执行者维持政治体的平衡。共同体中主权与治权、主权者与政府的区分，隐
含的是卢梭的双重代表概念:主权代表与治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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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权代表的不可能
主权代表，指人民通过某种方式，将自我的权利授权给某个个人或者团体，由它来代表人民的
利益与意志。霍布斯、格劳修斯、普芬道夫都持有某种主权代表理论。为了走出战争状态，霍布斯
认为各人通过契约将权利转让给他者形成单一人格与意志，接受者可以是一人、少数人或者多数
人。“共同体除开通过代表者以外也无法做出任何事情;而代表者就是主权者，所以主权者便是唯
一的立法者。”［17］主权代表的逻辑不是代表依赖被代表者，而是被代表者通过代表存在。普芬道夫
延续了霍布斯的主权代表理论，但同时指出霍布斯混淆了共同体与政府，认为“组成一个通常意义
上的国家，需要有两重契约和一项法令”。［18］第一重契约是各人相互约定组成单一、永久性的共同
体;第二重契约是任命某个人或团体，将初创国家托付给他们，组成政府。第二重契约实质是人民
作为主权者将主权通过契约的形式授权政府，政府通过选举或其他选择方式成为人民的主权代表。
普芬道夫的主权代表理论经由巴布拉克和布拉马奎的翻译在日内瓦被政府派接受，并成为小议会
享有主权的正当性来源。布拉马奎在《政治权利原理》一书中认为，主权可划分为立法权、司法权、
行政权、征税权等，除立法权交由人民组成的大议会外，其他权力均交由政府享有。［19］针对普芬道
夫与布拉马奎等人的主权分割和共享理论，卢梭对主权代表做出了强烈批判。
学界围绕卢梭对主权代表的批判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卢梭基于公意能否发现而反
对主权代表。［20］主权代表较之人民直接行使主权，更易出现公意的歪曲，这源于代表与被代表者之
间存在的距离，特别是代表有着自身的特殊意志与利益。［21］在主权的代表过程中，主权代表往往会
篡夺人民主权，以众意或私人意志歪曲、替代公意。因此，如果代表制能够解决代表与被代表者的
公意歪曲问题，则代表制可作为人民直接行使主权的替代，从而实现为现代代议制辩护的目的。但
是，这种观点忽视了卢梭政治理论中人民主权与自由的关系，淡化了公意与自由的密切关系。
主权转让、代表的基础是自由的转让，霍布斯、格劳修斯、普芬道夫认为自由权类似于财产权，
可基于自愿同意而转让，这为政府的统治赋予正当性。但是卢梭认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
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22］作为主权背
后的公意是不可分割与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可代表的，任何试图分割主权或代表主权的理论，
就是将公民的自由与道德主体的资格进行抹杀，将公民推向了奴役的地位。卢梭对主权代表的反
对，根源上是认为主权分割、转让背后是意志的放弃，意志的放弃等同于放弃自由，将自己沦为奴役
的地位。［23］英国的混合宪政共和国，实质上也是类似的主权共享政体，但不是人民与政府共享主
权，而是下议院、上议院、国王共同作为人民的代表享有主权。因此，卢梭批评英国人民的虚假自
由，“只要是一个民族举出了自己的代表，他们就不再是自由的了;他们就不复存在了。”［24］
主权代表，不能实现公民自治，剥夺了公民的自由与平等;人民直接行使主权，是公民的直接参
与，是法律制订过程中主权者的直接在场。人民直接行使主权，是唯一既能保障公民的平等和自
由，也能实现人民对政府监督的制度。因此，卢梭对主权代表的批评是原则上的，如果不理解卢梭
主权与自由问题的考虑，将会对他的代表和民主理论产生误解。
(二)治权代表的采纳
主权代表被卢梭所拒绝，治权代表(政府)则被卢梭所采纳。乌尔比纳蒂在分析卢梭对代表的
论述时，认为“论议员或代表”的翻译是“Either Deputies or Ｒepresentatives”，“or”在这并不是表达等
同的意思，而是二者选其一。她认为卢梭拒绝了 representation，接受了 delegation。Ｒepresentation是
主权再分配的一种形式;delegation是代理的一种形式。卢梭反对 representation 的理由在于拒绝主
权的转移，接受 delegation理由在于它与主权无涉，而只涉及行政权力的授权。［25］将 representation
与 delegation翻译成现代词汇，前者指的是主权代表，后者是治权代表。主权代表与治权代表的概
念区分，有助于理解卢梭对代表这一概念的复杂使用。当卢梭认为古代人不知道也不具有代表后，
话锋一转，认为古罗马的保民官在本质上也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读者不区分主权代表和治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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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就不明白为什么卢梭会在保民官的性质上犯下看似矛盾的错误，“立法权力上人民是不能被代
表的;但是在行政权力上，则人民是可以并且应该被代表的。”［26］
卢梭将代表划分为主权代表与治权代表，对二者不同的态度是基于他对主权的理解:一是主权
层面对代表的拒绝，因为主权代表意味着人民主权的篡夺;二是治权层面对代表的采纳，因为法律
的执行需要政府。政府是接受主权者的委托而行使权力，它不是作为意志的代表，而是作为人民的
代理人。作为治权代表，政府一方面在公意指导下执行法律，一方面作为治理者维持社会秩序与自
由。治权代表的概念改变了自然法学派中关于政府与主权者的契约关系。由于霍布斯、洛克、普芬
道夫等政治思想家未能对主权者与政府做出区分，这使得人民与代表之间的关系发生混乱或者权
责不清，主权者要么被认为是不受契约限制的绝对君主(霍布斯) ，要么是仅受选举行为规范的政
治代表(洛克)。如果政府是人民的主权代表，政府依据强大的权力和更高的效率更容易做到对人
民的违背;作为人民的治权代表，政府必须接受人民的指导与监督，主权者成为守门人。［27］卢梭认
为，主权者与政府之间是一种行政的任命，绝不是主权的转移或契约。
倘若对卢梭的双重代表有着混淆理解，对其民主理论的解读则存在着重大影响。卢梭在主权
层面对代表的反对，被理解为是直接民主或参与民主的先驱;［28］治权层面对代表的接受，特别是对
选举贵族制政府的偏爱，被部分研究者认为代表制政府就是代议制民主。［29］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见
解是对卢梭民主与政府理论的误读。政府绝不是人民的主权代表，不能代表人民参与法律的制定。
尽管公民大会上，政府垄断了立法提案权，公民的政治参与可能非常有限，但是人民毕竟在场，有着
绝对的权力。将选举贵族制政府与代议制政府相混淆，是对人民作为主权者的功能的误判，也错误
理解了卢梭独特的“政府”与“行政权力”概念。
政府作为人民的治权代表，不仅是对人民主权的补充，也是对纯粹民主的否定，这源于卢梭对
人民政治能力的判断。公意需要依赖人民去发现和认知，但是人民缺乏足够的理性能力而需要政
府与精英的帮助。卢梭的理想共同体绝不是纯粹民主制。相反，“我不论在日内瓦，还是在其他各
地，一直是谴责纯粹民主的。”［30］卢梭对纯粹或直接民主的否定可见于他对雅典的态度。雅典城邦
一直被视为直接民主的典范，但卢梭并不将雅典视为真正的民主，即使它的最高权力由全体公民掌
握。一方面，虽然雅典的公民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但是他们对修辞术和演讲的重视，使得少数善
辩精英能够引导舆论和公众，从而偏离公意;另一方面，雅典人民权力的行使超越了主权，将原本属
于行政官的司法权和行政权掌握在手中。此外，就政府官员的产生方式，卢梭拒绝了被认为是直接
民主标签的抽签与轮流制度，而采取了被认为是贵族制的选举方式。
卢梭的双重代表概念，不仅能让我们重新解读他的人民主权和民主理论，也帮助我们重新厘清
主权者与政府的关系。卢梭对主权代表的反对源于自由与意志的不可转移，和代表对主权篡夺的
可能;治权代表不涉及公意和主权，而只涉及公意的执行，它为卢梭接受代表制奠定基础。但是问
题随之而来，卢梭在波兰立法工作中对代议制的采纳是对人民主权的放弃，还是实践的妥协呢?
三、现实立法实践下的代表制与人民主权
为解释卢梭在波兰立法工作中对代表制的态度的巨大转变，笔者认为首先需要了解卢梭政治
理论研究的旨要。研究者往往从《社会契约论》出发，否认人民直接行使主权的可能性，从而强调
卢梭政治理论的乌托邦特征。［31］但卢梭对此有着明确的回答:“如果我只是提出一套理论的话，你
肯定会说我言之无物，等于白说，一定会把《社会契约论》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及《乌托邦》与《赛
瓦兰人》一起束之高阁。”［32］卢梭阐释政治理论的宗旨，不是纯粹从理论上探讨政治权利原则，而是
如何将政治权利原理运用于政治实践，改变欧洲人被奴役的现状。
依据公民大会中是否需要公民协商，卢梭将共同体划分为四个类型: (1)理想共同体，个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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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一致性使得公意无妨碍彰显与认知，公民可协商、对话;(2)半理想共同体，如斯巴达、罗马共
和国，私人意志开始形成但不妨碍公意，公民大会中禁止公民沟通; (3)正在败坏的共同体，如雅
典，团体意志形成并妨碍公意，采取多数规则;(4)严重败坏的共同体，如欧洲各国，私人意志妨碍
公意的实现。［33］人民主权作为权利原理，不仅是理想政治的基础，还需要在现实中可行。作为立法
者的卢梭，需要考虑到共同体的各种因素，制定切实可行的政治改革方案。如他建议日内瓦人不能
效仿斯巴达人和罗马人追求崇高的目标，因为日内瓦人生活的重心在于追求私人利益。［34］笔者认
为可从卢梭的立法实践中区分理想与现实共同体，理解人民主权与代表制是否存在调和的空间。
(一)现实政治中的公民代表
规模与参与一直是困扰民主理论的重要难题，也是代议制成为主导民主模式的重要原因。［35］
除此之外，公民是否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也是困扰公意实现的难题。卢梭对此问题有着考虑，并
以罗马共和国的历史阐述了公民大会的可能，尽管公民人数达 40 万人，但是罗马人依然经常性召
开公民大会处理公共事务。［36］然而，卢梭回避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否全体公民参与了公民大
会?为了进一步了解此问题，研究者可阅读卢梭对日内瓦公民大会的记载。卢梭曾参与过日内瓦
的一次大议会，参会人员有 700 人左右，历史记载参与人最多一次有 1500 人左右。［37］可日内瓦有
2． 4 万公民，那么实际参会人数仅占全体 6%左右。问题随之而来，参与的公民与未参与的公民是
何种关系?
卢梭对此关系未有讨论，笔者依据其代表概念推断参与公民和未参与公民之间不具有代表关
系。代表意味着意志的转移或者力量的代理，而参与公民既没得到其他公民的权利转让，也不具有
政府一样的执行权力。但是代表关系的缺乏，公民的缺席，并未影响公意的彰显与实现。卢梭认
为，理想共同体中的利益一致、风尚同质与公民美德，使得未参与的公民有理由相信其他公民能够
做出符合公意的判断。弗兰林认为卢梭的人民主权中蕴含了主权代表，这表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
的服从，多数投票规则实质上是多数人的意志代表了少数人的意志。［38］笔者认为这种看法误读卢
梭的公意理论，因为卢梭认为少数人并不是将其有关意志的判断交给多数人代表，同样，未参与公
民也并非将其判断交给参与公民，而是对公意的认知和服从。法律提案的投票表决不是征询公民
赞同与否，而是符不符合公意。在为规模较大的科西嘉的立法中，卢梭曾采用了一种特殊的主权制
度，允许人民部分地集合起来，最终实现主权的行使。［39］这种轮流召开的公民大会，不仅解决了参
会公民过多的问题，也避免了代表制的采用，但是它的前提是保持科西嘉的同质化。
文明的发展与分工的多元，使得原本同质的社群逐渐分化为意志和利益的差异，从而形成私人
意志或团体意志，这将原本参与和未参与公民大会公民之间的同质关系，变为多对多的代表关系。
依据现代公民代表概念，公民大会中参与者与未参与者实质上是一种非选举的政治代表关系，前者
虽然没有获得其他公民的授权，但是从其承担的职责和使命来看，就是一种公民代表，代表其他公
民进行政府的监督与立法的投票。［40］此类公民的产生，或源于个人的公共热情，或源于自我利益的
维护，或源于个人的政治抱负。所以，卢梭对主权代表的拒绝在理想共同体中是绝对的，代表关系
不存在于主权归属之中，但是一旦条件发生转移，人民主权原则自身就蕴含了意志的转移与代表，
未参会的公民相信参会的公民能够代表其做出相同的意志判断与利益的维护。
对于公民代表的论述，卢梭在《山中来信》中有所提及。由于日内瓦小议会对主权的篡夺，日
内瓦公民往往通过递交《意见书》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和监督政府。卢梭在为《意见书》权利所做
的辩护中，认为当《意见书》获取多数公民的签名时，政府就必须对此进行回应，“因为他们的人数
众多，所以可以代表主权者，因此，人们理应尊重他们的意见”。［41］公民代表在政治参与中带来的是
有序参与，反映全国人民的意见。在这里，公民代表的性质与行为距离主权代表已非常接近，因为
它是作为主权者(公民大会)不在的时候的化身，弥补公民大会休会期间主权者的暂时缺位，监督
与纠正政府的违法行为。但是卢梭没有跨出主权代表的最终一步，公民代表的意见“即使是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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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也只能被看作是一份《意见书》”，而并非主权者的公意。［42］
理想到现实共同体的转变，成为卢梭对代表制态度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公民代表的意志与
主权者意志的关系为我们思考人民主权与代表制提供了新的路径，即人民主权是否与代表制完全
相斥，不可调和。日内瓦人民主权中的公民代表蕴含了主权代表的可能，波兰立法工作中对代表制
的采纳则说明现实政治生活中代表制的合理性。
(二)现实政治中代表制的合理性
卢梭认为代表制是人类风尚败坏的结果。“爱国心的冷却、私人利益的活跃、国家的庞大、征
服、政府的滥用权力，所有这些都可以使我们想象到国家议会中人民的议员或代表的来历。”［43］议
会制的形成，将原本理想的政治体结构是转变为“主权者－议会与政府－公民”结构。人民本来交由
议会代表来完成他们监督政府的任务，但最终结果却是创造出像政府一样的权力怪物，宣称自己是
主权者。卢梭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正是源于议会的变异，事实也验证了卢梭批评的正确。代表的
特殊意志和利益，使他们倾向背叛公意与公共利益。尽管代表制的弊大于利，卢梭依然坚持代表制
需要运用于现实政治之中，因为“明智的创制者并不从制订良好的法律本身着手，而是事先要考察
一下，他要为之而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适宜于接受那些法律”。［44］
作为立法者，不是制定最优的政治方案，而是从政治现实出发制定最适宜的制度。面对波兰这
样一个领土广阔与人口众多的大国，受空间与规模的限制，人民不可能直接行使主权，因此必须采
用主权代表。卢梭未采用公民自愿参与公民大会的代表形式，源于波兰国家意志与利益的多样化，
以及时空因素给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意愿所带来的影响，所以他试图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更具责任、
才能与爱国心的政治代表。通过严格的制度设置，卢梭期望尽可能地减少代表对主权的行使。相
比于治权代表，卢梭对主权代表的控制更严格，因为前者在立法提案与行政命令的发布上享有诸多
自由的权力，而后者几乎没有多少自由的空间。
为了防止波兰重蹈英国代议制的覆辙，避免人民失去对代表的控制，卢梭通过代表伦理以及代
表与选民的关系来预防可能对自由的危害。从产生看，代表只能是由省议会选举出来;从行为看，
代表“必须按照给予他们的指示行事，并向他们的授权人详细汇报他们在国会做了什么工作”;［45］
为防止代表被行贿，卢梭建议经常更换议会代表。除此之外，代表必须认识到他们在的职责是表达
人民的意见，而不是他们个人的表达。通过对代表产生、言行和思想的严密控制，从而实现代表对
人民的责任和忠诚。实质上，国会中各省的代表，其职责更类似于各省所派出的“大使”，而非现今
意义上政治代表。［46］与此同时，鉴于政治事务的多变和复杂性，卢梭还是给以代表一定的自由空
间，“对于那些未料到的事情不知情”，代表“不是故意违背授权者的明确指示，授权者就不应当责
怪他作为一个好公民在他们未料到或未决定的事情上发表意见”。［47］代表具有的有限自由权，不是
以代表的身份做出，而是以公民的身份行使主权，并拥有充分的政治经验或能力。
卢梭在波兰立法工作中对主权代表的采纳并不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反对，批评者所犯的错误
是将人民主权原则与人民直接行使主权制度相混淆，理想共同体与现实共同体相混淆，卢梭思想家
与立法者的身份相混淆。人民直接行使主权作为共和国的制度安排，能够保障主权者权力不被任
何人或团体篡夺，然而一旦该制度不能运用于实践，就面临改变或放弃，立法者需采取其他制度来
保障人民主权与维护人民自由。卢梭对代表制的采纳，不是人民主权原则的放弃，而是在现实环境
中如何尽可能地实现人民主权，公意能否客观地发现与认知。为捍卫人民自由，实现公意，卢梭需
要严格的代表伦理与制度设计，以避免造就出类似英国的代议制政体。作为立法者的卢梭，不仅需
要阐释政治权利原理，更需要从制度设计上尽可能地实现共同体的自由与延缓共同体的衰败。
四、结 语
政治理论指导实践，政治实践激发政治理论。卢梭对政治原理的思考源于他对现实政治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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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政治权利原理的目的是运用于实践。卢梭对代表制问题的思考不是纯粹的乌托邦，而是基于现
实关怀与政治论战所做的独特论述。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可划分为人民主权原则与人民直接行使
主权制度:人民主权原则要求人民能够依据公意行使主权，避免少数人或多数人的众意对公意的歪
曲与错误行;人民直接行使主权制度源于卢梭对理想共同体的美好愿望，在一个利益与观念同质、
民风道德淳朴和地域规模有限的共同体中公民聚集起来直接参与和决定公共事务。然而，理想共
同体的条件过于苛刻，人类从自然状态走向社会状态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个人意志的分殊与私人
意志的分化，人民主权原则所依赖的主权行使制度需要做出调整，代表制的出现与采纳正是对于共
同体发生变化后人民主权原则实现的回应。主权与治权的区分，为代表制从治权引入主权留有空
间，命令的主权代表、灵活的治权代表与协商公民代表是卢梭作为立法者对于现代社会的弊端所提
供的制度方案，试图通过多元代表制实现人民主权，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代民主论争有着借鉴意义。
参与式民主者援引卢梭对主权代表的批判，强调积极公民直接的自我管理，促进议程设置、审
议、立法和政策执行的不间断公民参与，这与卢梭的人民主权有着诸多的相似性。然而，即使当代
的网络技术已经能够克服时间和规模给直接民主制带来的障碍，卢梭也不会支持参与式民主或直
接民主。卢梭不否认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获得政治经验，培育公民精神和政治认同，但是这并不能弥
补公民政治判断能力上的不足。一方面，个体在理性与能力上是不平等的，因此人民的意志需要少
数精英的指导，这是政府作为治权代表存在于共同体中的重要考量。另一方面，民族国家规模的庞
大，价值多元、利益多样的现实，以及私人领域的扩张，使得斯巴达或古罗马式的古代公民已经不能
出现在现代社会，代表制(公民代表、主权代表)有着存在必要，需要杰出公民发现与认知公意。理
想中的直接民主制，对于卢梭而言当然是好的，但它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民主制的理想与现实差
异，让卢梭拒绝了直接民主制，而选择更为可靠的人民主权与代表制政府。
政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赋予代表制可能性与合理性。卢梭在波兰立法工作中采纳了代
议制民主，但是这并不是其人民主权原则的放弃，而是基于政治原则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制度设计的
妥协。卢梭对于代议制民主的看法并未改变，所以他试图通过代表伦理和代表与选民的关系严格
控制人民代表，既然人民作为主权者不能够直接行使主权，则必须尽可能保持代表与他们意志上的
一致，代表必须接受人民的意志办事，其行为也必须接受人民的审查，它是一种命令型主权代表制。
为了弥补代表制可能带来的弊端，卢梭设计了对它的严格制度控制以避免造就出类似英国的代议
制政体。作为立法者的卢梭，不仅仅是从制度上坚持政治权利原理，还需要从制度上保持权力的平
衡共同体的维持，尽可能地实现共同体的自由与延缓共同体的衰败。卢梭式代表区别于柏克的独
立型代表，在后者看来，由于人民在理性能力上的不足，代表能够更好地做出兼顾整体与部分利益
的决策。然而，西方代议制民主之所以弊端重生正是源于代表的独立，代表们不仅与人民的意志有
着脱节，并且形成与公意和公共利益相冲突的团体意志和特殊利益。虽然卢梭是一位缺乏历史前
瞻性的思想家，但是他对人类社会的敏锐认知让他意识到现代社会在商业伦理下出现的碎片化与
个人原子化，也意识到代表制可能制造出人民的主人。
卢梭的主权代表与治权代表理论丰富了代表概念，对于现代协商民主具有借鉴意义。面对现
代社会造成的利己公民，以及政府对人民主权的觊觎野心，卢梭试图凭借公民代表来重申人民主权
者的权威，其合法性在于其是人民意见的代表，职责是在人民难以直接行使主权的时候，通过与政
府的协商、对话，实现公共事务的参与和政府监督。现代政治社会中，由于个人对政治的兴趣、公共
事务的热情不同，现代人更多依赖于积极公民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积极公民实质上承担的是公
民代表的角色。当前，公民代表广泛存在于协商民主的语境与实践当中，如公民陪审团、咨询委员
会、公民调查、协商性投票、焦点小组等。［48］然而，有关公民代表的论述却集中于代表性问题，而未
能讨论公民代表的概念内涵，也未能讨论公民代表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公民代表是利益代表?象
征性代表?意志代表?对于这些问题，卢梭的公民代表理论提供有益的见解。近来，协商民主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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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整合传统选举代表制与公民代表，提高协商的参与和质量。［49］自由、平等的保障、有序的政治
参与、良好的社会治理需要主权代表(议会)、治权代表(政府)、公民代表(人民)三方共同努力。
哈贝马斯的双轨制民主为协商公民代表理论提供一种可能，由公民代表组成的非正式公共领域可
与选举政治代表组成的公共领域构建一种循环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一种程序的人民主权。
通过对卢梭代表理论的探究，笔者认为当前代议制民主的危机在于如何通过多元代表制实现
人民主权，而不是试图以直接民主取代间接民主。卢梭对现实与理想政治间的鸿沟有清醒认知，即
真正的民主只能存在于理想中，现实中的民主只能是代表制民主。作为思想家的卢梭，他极其小心
地拨开历史笼罩在人类智识之上的云雾，希望揭晓最为根本的政治权利原理、追溯最初的人性和从
理论上建构政治共同体;作为立法者的卢梭，他不满足沉浸于抽象的理论和概念中，而是寻求将其
理论灵活地运用于现代人类社会，创制新的政治制度完成对现代人的救赎。卢梭的现实关怀与现
实导向的政治制度设计值得借鉴，政治代表制已经成为政治共同体中不可取消的制度设计，与其追
求民主乌托邦，不如通过对代表理论的探讨，更好实现人民主权，实现更为接近民主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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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presentation and Popular Sovereignty
———An analysis on Ｒousseau’s representativ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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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Ｒousseau’s attitude towards represent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academic attention．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social contract，many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and popular sovereignty in Ｒousseau’s politi-
cal theory is an irreconcilable antagonistic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Ｒousseau’s classic text，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deep analysis of Ｒousseau’s representative theory，and holds that there is conflict and harmony between
representation and popular sovereignty． The study found that Ｒousseau’s attitude to the representation had experienced
three dynamic changes，including negative acceptance，explicit rejection and the adoption．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sovereign representatives and executive representatives，Ｒousseau supported the people directly exercise sovereignty in an i-
deal community and rejected the sovereign representatives，while accepted the government as the executive representatives．
However，facing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democratic ideals and the reality，as well as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practical politi-
cal legislation，Ｒousseau tried to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through the system of sov-
ereign representation in the form of comm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of Ｒousseau suggest that the
argument between people’s sovereignty and representation is not the crisis of democracy，the tension between them can pro-
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democratic theory and practice．
Keywords:Ｒousseau，Ｒepresentation，Popular Sovereignty，Sovereign representatives，Executive represent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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